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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逻辑、路径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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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公众作为环境资源的利益相关者，与政府和企业一道，成为推动环境治理的三股力量。本文基于公众

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和完善社会舆论监督方面的优势，论述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理论基础和参与路径。在此

基础上，本文构建了2011—2015年中国省际平衡面板数据，并将公众参与划分为侧重于后端治理的投诉上访和侧

重于前端治理的建言献策两类，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效应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①在“政府-企业-公众”三元

环境治理体系中，公众参与一方面依赖于政府的环境执法迫使企业污染环境的外部成本内部化，进而间接地参与

环境治理；另一方面其本身对污染企业的震慑作用也会产生与政府环境执法类似的效果，进而直接地参与环境治

理。②两种细分类型的公众参与，其效应表现出异质性，即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主要体现在以投诉上访为主要形式

的后端治理层面，以建言献策为主要形式的前端治理效应不显著。③采用工具变量法来缓解内生性问题后，公众

参与环境治理的效应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同时发现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显著地扩大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

水平。据此，本文对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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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中国进入经济发展新时期，人民群众对优

美环境的诉求也在不断提升，环境治理成为推动经

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的重要着力点。当前阶

段，中国已经建立起“政府主动、企业被动”的“自上

而下”的环境治理体系[1]。然而，作为环境资源的最

直接利益相关者，公众却长期被排除在环境治理体

系之外，因而也使得现行的二元环境治理体系暴露

出诸多缺陷：一是在信息不对称背景下，企业污染

环境的行为很难被政府及时掌握[2]，且此时环境污

染已经发生，后端治理的成本要远大于前端管控的

成本[3]；二是地方官员的政绩需求与污染企业的利

益需求往往产生重合，寻租行为有可能带来地方政

府与污染企业的共谋，进而产生环境治理领域的政

府监管失灵[4,5]。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构建

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

与的环境治理体系”。从演化博弈角度来说，将公

众纳入环境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打破地

方政府与污染企业在信息不对称和监管失灵背景下

的环境负外部均衡，促进“三方共治”体系的建立[6]。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是指环境利益相关的个人

或社会组织、团体直接或间接参与到环境政策、计

划或项目的决策过程当中[7]。工业化进程早于中国

的发达国家也相对较早地面临了环境治理问题，国

外关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研究大致经历了由“退

出机制”到“呼吁机制”的转变。在“退出机制”下，

公众直接参与环境治理的渠道相对有限，他们可以

“用脚投票”倒逼地方政府加大对环境的治理力度[8]。

例如，市民可以通过迁移来表达对当地公共服务的

不满[9]。随着民主制度的建立和民众意识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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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用手投票”的公众参与机制——“呼吁机

制”——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实践。在

“呼吁机制”下，公众将其对环境的诉求付诸于行

动，通过请愿、建议、抗议等途径直接参与环境治

理 [10]。更重要的是，通过“呼吁机制”公众可以把环

境污染的负外部性转嫁给污染企业[11]。

大量理论研究文献阐述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

的多重优势，如促进对具体问题的理解 [12]、增强社

会凝聚力 [13]，并提高环境治理决策的合理性和质

量[14]。Kanu等[15]指出在环境影响评价（EIA）过程中

更多地关注公众的参与可以促使项目的制定产生

更多的社会效益，更少的环境成本，以及更大的经

济和财政效益。Chen等[16]认为公众参与可以调动

多种力量来协调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冲突，监

督企业的环境行为，并克服政府单边决策的弊端。

许多实证研究文献的结论也印证了公众参与环境

治理的优势[17]。

当然，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也面临诸多挑战。Wu

等[18]研究了公众参与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发现

环境请愿与环境污染物显著相关，但结论并不稳

健。Fischer等[19]指出由于缺乏专业知识，多数公众

无法有效地参与环境治理决策的辩论过程，他们的

意见和建议也常常被忽视。Kahilatani等[20]还指出，

在不完善的公共行政系统框架下，公众参与环境治

理的过程有时会受到官僚约束的威胁，这导致公众

被排除在环境治理过程之外。Fung[21]列举了公众参

与环境治理所面临的 3个挑战，即缺乏系统性的领

导、缺乏大众或精英的共识以及公众参与的范围和

力量有限。Yakubu[22]认为实现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

目标依赖于参与过程的公平性，但它面临许多障

碍，如公众普遍缺乏财政资源和参与技能。鉴于这

些挑战，一些学者的实证研究结论并不支持公众参

与环境治理的有效性，特别是当没有专业知识和经

验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决策时，更有效的决策是无

法保证的，甚至可能导致决策的执行效率变差[23,24]。

近年来，中国居民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在不

断提高，在新闻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公众参与环境

治理的具体事件。截至2017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共

受理环境公益诉讼1635件，但学者们对于公众参与

环境治理的效应却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观点。Wang

等[25]基于对中国85个乡镇的调查研究发现，公众压

力促使乡镇政府加强环境监管和环境服务。郑思

齐等[26]采用中国 86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指

出，公众环境关注度有效地推动了地方政府关注环

境问题，并通过提高环境治理投资、改善产业结构

等方式显著改善了城市的环境污染状况。赵黎明

等[27]构建了政府、公众、企业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并

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指出，公众参

与行为能够显著降低工业三废排放量。然而，当不

具有专业知识的公众参与到环境政策的制定过程

中时，环境治理也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例如，韩

超等 [28]指出公众诉求并不会带来环境规制投入增

加，进而无法降低环境污染。李永友等[29]认为公众

对环境污染的抱怨没有对环保部门进行更严格的

环保执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反映出公众在环境

保护方面的诉求无法通过正当渠道得到满足，因而

对环境治理的效应不显著。曹和平等[30]的研究发现

中国城镇居民对环境的偏好程度受收入水平、环境

污染程度、城镇化水平以及受教育水平等多种因素

的综合影响，且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仍处在较低

的环境支付意愿水平上。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对于将公众纳入环境治理

体系基本均持肯定的观点，但对于公众参与环境治

理的效应却出现了争议。同时，据目前所掌握的文

献来看，现有研究大多采用演化博弈理论或案例研

究的方法来阐述公众参与对环境治理的影响，相关

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本文认为，审慎地评估公众

参与环境治理的效应需要克服两方面障碍：一是公

众参与在量化上的困难，二是公众参与水平与污染

物排放量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基于此，本文分析了

2011—2015年中国省际平衡面板数据，尝试对公众

参与环境治理的效应进行评估，研究设计的创新性

主要体现在：①基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渠道，从

《中国环境年鉴》中选取5个客观指标来衡量公众参

与水平，并依据作用机制的不同，将其划分为侧重

于后端治理的投诉上访和侧重于前端治理的建言

献策两类；②鉴于公众没有行政权利因而无法直接

干预企业生产的情况，本文提出了公众参与依赖政

府环境执法和发挥自身震慑替代政府环境执法两

条参与环境治理的路径，并引入中介效应模型进行

1373



第42卷 第7期
资 源 科 学

http://www.resci.net

检验；③为了缓解公众参与水平与污染物排放量之

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居民平均受教育水平和

各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数作为公众参与的工具变

量，采用工具变量法对模型进行了纠正。本文的研

究有利于明确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理论逻辑、作用

路径和影响效应，进而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

参考。

2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2.1 理论基础

环境资源作为公共资源的一种类型，实现其有

效治理需要克服市场失灵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以及政府监管失灵带来的低效率问题。公众①参与

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和完善社会舆论监督方面

的优势，构成了其参与环境治理的两个逻辑起点，

如图1所示。

2.1.1 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企业的排污行为是造成环境污染的根本原因，

然而企业的排污行为通常具有隐蔽性[31]。近年来，

深夜排污、地下排污、跨地区排污等企业偷排新花

样层出不穷，企业为应付环保检查安装排污处理装

置但长期闲置不用的事件也时常见诸报端[32,33]。当

前阶段，虽然大数据、无人机、远程监测等新环境监

察手段得到了试点应用，但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排污

监察还是以定期巡查和突击检查两种方式为主。

然而，从实践效果来看，定期巡查通常流于形式，很

难对污染企业发挥实质性的震慑效果。突击检查

的成本又相对较高，监察的频率和范围都受到了限

制。鉴于此，地方政府很难及时全面地掌握企业污

染环境的具体情况。

由此可见，市场失灵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

样存在于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之间，构成中国“自

上而下”环境治理体系的第一个大的漏洞。公众参

与成为弥补这一漏洞的最优手段，原因在于：首先，

相对于政府环境监察部门有限的工作人员，公众参

与环境治理具有更加广阔的群众基础，可以实现对

所有企业的全天候监控；其次，相对于政府环境监

察部门对企业进行环境监察时经常出现的滞后性

问题，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则更加及时有效，甚至可

以做到“防污于未然”；最后，企业与其周边群众共

同享有该地区的环境资源，相对于政府环境监察部

门对企业进行环境监察时的高成本支出，公众参与

环境治理可以在接近零成本的基础上持续运行。

理论基础 1：公众参与可以有效地弥补环境治

理体系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2.1.2 完善社会舆论监督

环境污染是公共资源领域的市场失灵造成

的。据此，公共利益监管理论认为有必要引入政府

监管，并将政府监管看成是代表公众利益、破解“公

地悲剧”的必要手段。然而，在中国“自上而下”环

境治理体系中，公众对美好环境的诉求未必能得到

很好的满足，即存在政府监管失灵问题。究其原

因，GDP考核背景下，地方官员的晋升需求与污染

企业的盈利需求存在利益重合，弱化了地方政府与

图1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逻辑与路径

Figure 1 Logics and path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① 在本文中，公众不仅指代个人，还包括非政府、非企业的社会组织或团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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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企业之间的博弈对立，为污染企业向地方政府

进行寻租提供了空间[34]。加之环境污染的滞后性和

隐蔽性，导致地方政府存在以环境为代价换取政治

业绩的行为，带来政府监管的低效率。

由此可见，环境治理领域的政府监管失灵构成

中国“自上而下”环境治理体系的第二个大的漏

洞。弥补这一漏洞依赖于社会舆论的监督，而社会

舆论监督的实质是来自包括个人和社会团体等在

内的公众的监督。相对于政府部门的行政执法监

督，以公众参与为载体的社会舆论监督具有以下优

势：首先，社会舆论监督具有外部监督的特征。公

众既是环境资源的利益相关者，又独立于地方政府

和污染企业，因此不仅可以曝光企业的污染行为，

也可以对地方政府的监管失利提出批评，是打破

“地方政府-污染企业”共谋的公众利器[35]；其次，社

会舆论监督的渠道更加多元，污染企业无法通过寻

租或切断舆论传播渠道来逃避监督；最后，社会舆

论监督还是一种过程性监督，可以使污染企业始终

处于环保的高压状态之中。

理论基础 2：公众参与可以有效地弥补环境治

理体系中存在的政府监管失灵问题。

2.2 路径假设

基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

题和完善社会舆论监督方面的理论基础，本文提出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间接路径和直接路径，如图 1

所示。

2.2.1 公众参与依赖于政府环境执法间接参与环境

治理

基于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和完善社会舆论

监督方面的优势，将公众纳入环境治理框架，对弥

补中国“自上而下”环境治理体系的漏洞具有重要

意义。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区别于政府相关部门

的行政执法，公众参与并没有行政权利，无法直接

干预企业的生产过程。但是，公众参与可以对企业

的污染行为进行曝光，进而为政府相关部门的行政

执法提供依据，通过间接途径迫使企业污染环境的

外部成本内部化，以达到促进环境治理的目的。基

于此，本文提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间接路径：

路径假设 1：公众参与依赖于政府的环境执法

迫使企业污染环境的外部成本内部化，进而间接地

参与环境治理。

2.2.2 公众参与通过震慑污染企业直接参与环境治理

在路径假设 1中，政府的环境执法为公众参与

环境治理提供了桥梁。然而，在“政府-企业-公众”

三元环境治理体系中，政府作为环境治理的主体之

一，其存在的意义可能比发挥行政权利的意义更

大。换言之，企业清楚地知道一旦自己污染环境的

行为被公众所曝光，势必会引起政府相关部门的高

度重视，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严苛的环境执法干

预。因此，污染企业会提前优化自己的生产行为。

由此可见，公众参与本身对污染企业的震慑作用也

会产生与政府环境执法类似的效果，通过“防污于

未然”的方式，达到促进环境治理的目的。基于此，

本文提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直接路径：

路径假设 2：公众参与通过震慑污染企业产生

与政府环境执法类似的效果，进而直接地参与环境

治理。

3 研究方法
3.1 模型构建

为了评估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效应，本文以各

省份的工业三废排放量（pollution）为被解释变量，

以各省份的公众参与水平（public）为核心解释变

量，构建如式（1）所示的基准计量模型：

ln pollutionit = α + β ln publicit +ΥX + λi +

ηt + εit

（1）

式中：i、t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a为常数项；β 为回

归系数；X 为一组控制变量向量；Υ 为各控制变量

的回归系数；λ代表不随时间变化的地区效应；η代

表不随地区变化的时间效应；ε为扰动项。 β 的符

号预期显著为负，代表公众参与能够降低工业三废

排放量，即产生显著的环境治理效应。

3.1.1 公众参与的两种类型：投诉上访与建言献策

依据作用机制的不同，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可以

进一步分为侧重于后端治理的投诉上访和侧重于

前端治理的建言献策两类。投诉上访类型的公众

参与是指污染发生并影响到了周边群众的生产生

活，群众被动地进行抗议活动，如采用信件、电话、

网络等进行投诉，或直接向有关部门进行上访；建

言献策类型的公众参与是指污染还没有发生，但周

边群众已经感觉到了潜在的污染威胁，因而积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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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地向有关部门进行建言献策。鉴于此，本文将公

众参与拆分为投诉上访（complaint）与建言献策

（suggestion）两种细分类型以考察后端治理和前端

治理的异质性环境治理效应，如式（2）所示：

ln pollutionit = α + β1 lncomplaintit + β2 ln suggestionit +

ΥX + λi + ηt + εit

（2）

式中：β1 和 β2 分别表示投诉上访与建言献策的回

归系数；其他变量含义同式（1）。

3.1.2 公众参与的路径：政府环境执法的中介效应

公众参与一方面依赖于政府环境执法间接地

参与环境治理，另一方面公众参与对污染企业的震

慑作用也会产生与政府环境执法类似的效果，进而

直接地参与环境治理。为了对上述路径进行检验，

本文将政府环境执法（enforcement）看作是公众参与

环境治理的路径变量，构建如式（3）所示的中介效

应模型：

ln pollutionit = α + β ' ln publicit + ρ lnenforcementit +

ΥX + λi + ηt + εit

（3）

式中：ρ表示政府环境执法的回归系数；β ' 为纳入

路径变量后公众参与水平的回归系数；其他变量含

义同式（1）。

针对中介效应模型[36]，若加入路径变量后，回归

系数 ρ显著为负，即政府环境执法显著地降低了工

业三废排放量，且回归系数 β ' 的绝对值小于回归系

数 β的绝对值，即公众参与对工业三废排放量的影

响效应出现了降低，则说明公众依赖政府环境执法

参与环境治理，即路径假设1得到了验证。事实上，

路径变量的中介效应本质上是分担了一部分公众

参与的环境治理效应。因此，若加入路径变量后，

公众参与对工业三废排放的回归系数 β ' 依然显著，

则说明公众参与除了依赖政府环境执法参与环境

治理之外，其本身对污染企业的震慑作用也会直接

参与环境治理，即路径假设2得到了验证。

另外，验证路径变量的中介效应还需要检验公

众参与和政府环境执法的关系。本文直接用公众

参与对路径变量政府环境执法作回归，如式（4）所

示，若回归系数 δ显著为正，则说明公众参与趋向于

提高政府的环境执法力度：

ln enforcementit = α + δ ln publicit +ΦZ +

λi + ηt + εit

（4）

式中：Z 为一组控制变量向量；Φ 为各控制变量的

回归系数；δ表示公众参与水平对政府环境执法的

回归系数；其他变量含义同式（1）。

3.1.3 缓解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法

考虑到公众参与可能存在“测量误差”，同时公

众参与水平和工业三废污染物排放量之间可能存

在双向因果关系，进而带来内生性问题。因此，本

文采用工具变量法来缓解内生性问题对于回归结

果造成的偏差。具体而言，选择居民平均受教育程

度（education）作为投诉上访类公众参与的工具变

量，采用各地区全国人大代表人数（deputy）作为建

言献策类公众参与的工具变量，构建如式（5）所示

的2SLS模型：

ln publicit = α + θ1 ln educationit + θ2 ln deputyit + εit

ln pollutionit = α + β ''ln publicit +ΥX + λi + ηt + εit

（5）

式中：θ1 和 θ2 分别为两个工具变量居民平均受教育

程度和各地区全国人大代表人数对公众参与水平

的回归系数；public 为基于工具变量求解得到的公

众参与水平的拟合值；β '' 为其回归系数；其他变量

含义同式（1）。

选择上述两个工具变量的依据是：首先，居民

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他们对于环境质量往往越

重视，也越具社会责任感来阻止企业污染环境的行

为，因此居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与公众参与环境治

理的投诉上访水平正相关；其次，每年春季召开的

“两会”是各地区委员代表向政府部门建言献策的

标志性事件，可以理解为公众表达环境诉求的重要

方式，显然各地区全国人大代表人数与公众参与环

境治理的建言献策水平正相关；最后，理论上居民

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与工业三废排放量不存在直接

的相关关系，各省份的全国人大代表人数参考人口

因素、民族因素、性别因素等决定，也不会与工业三

废排放量产生直接的相关关系。综上所述，两个

工具变量的选取初步满足相关性假设和外生性

假设。

3.2 数据来源

（1）选择电话、网络投诉数、来信总数、来访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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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承办的人大建议数、承办的政协提案数5个指标

的均值来衡量公众参与水平。进一步地，在细分类

型中，采用前3个指标的均值来衡量投诉上访水平，

采用后两个指标的均值来衡量建言献策水平。

（2）采用单位工业增加值的工业废水排放量

（t/元）、工业废气（标m3/元）、工业废渣（t/万元）3个

指标来构造工业三废排放量：

pollutionit = ∑
j = 1,2,3

per_pollutant
j

it

∑
i = 1

i = 30

per_pollutant
j

it

3 （6）

式中：j=1, 2, 3分别代表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

废渣3种污染物；per_pollutant为单位工业增加值的

污染物排放量。

（3）采用受环境监管处罚的企业数占地区企业

总数的比重来衡量各省份的环境执法强度，并将行

业类型限制在工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类型内。

（4）采用各地区抽样调查中大专及以上人口数

占6岁及以上人口总数的比重作为居民平均受教育

年限的代理变量；从第十一届和第十二届全国人大

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中提取了各省份人大代表人数。

（5）控制变量方面，现有的研究文献指出产业

结构的去工业化有利于工业三废排放量的降低[37]，

同时地区的财政收支情况影响环境治理投资额，财

政赤字水平越高，环境治理越有可能被边缘化 [38]。

因此，依次采用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年度变化

量、财政赤字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来控制工业化程度

（structure）和财政赤字规模（deficit）的影响。

基于上述变量设定，本文构建了2011—2015年

中国省际平衡面板数据，其中港澳台和西藏自治区

因数据缺失未包含。将起始年份设定为 2011年的

原因是在此年份之前的《中国环境年鉴》尚未统计

网络投诉相关数据，而网络投诉正日益成为公众参

与环境治理的重要途径之一。表1汇报了各主要变

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环境

年鉴》、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以及《中国统计年

鉴》。

4 结果与分析
4.1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影响效应

表2报告了公众参与对工业三废排放量的基准

回归结果。考虑到公众参与到实现环境治理存在

滞后性，因此模型（3）-（4）继续采用滞后一期的工

业三废排放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相对于模型（1）和

模型（3），模型（2）和模型（4）关注了公众参与的两

种细分类型对工业三废排放量的影响。为了进一

步缓解异方差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干扰，本文对各变

量进行对数处理，采用异方差稳健的标准误进行回

归拟合，并控制省份固定效应。

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公众参与对工业三

废排放量的回归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

（ β =-0.1163），表示公众参与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

地降低工业三废排放量。边际效应方面，公众参与

水平提高一个标准误（4.43%），工业三废排放量平

均降低0.52%。在模型（2）中，投诉上访对工业三废

排放量的回归系数在 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

（ β 1=-0.1025），而建言献策对工业三废排放量的回

表1 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

公众参与

投诉上访

建言献策

工业三废排放量

政府环境执法强度

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

人大代表人数

工业化程度

财政赤字规模

单位

件

件

件

—

%

%

人

%

%

样本量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150

平均值

18.093

17.848

0.245

3.000

30.149

11.731

88

-1.272

0.113

标准差

11.820

11.801

0.191

1.963

18.084

6.217

43

1.790

0.031

最小值

5.441

5.272

0.036

0.643

3.145

4.992

19

-8.722

0.064

最大值

87.802

87.490

1.662

10.849

93.477

39.939

181

3.153

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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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系数却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公众参与两种细分

类型的环境治理效应表现出异质性。上述结论说

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主要体现在以投诉上访为主

要形式的后端治理层面，以建言献策为主要形式的

前端治理效应不显著。本文给出的解释是：第一，

从公众角度，后端治理的群众基础更加坚实，渠道

更加多元。且对于大多数群众来说，若环境污染没

有对自己的生产生活造成过分的影响，他们一般不

会主动参与到环境治理之中；第二，从企业角度，后

端治理意味着企业必须对自己污染环境的行为支

付成本，具有强制性。而前端治理则往往不具有强

制性，对企业的约束力有限。

模型（3）-（4）的回归结果呈现出一致的结论，

且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更大，统计性检验也更加显

著，说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效

应。在模型（3）中，同样幅度的公众参与水平提高

（4.43%），带来工业三废排放量平均降低 0.65%，其

环境治理效应比模型（1）提高了0.13%。模型（4）的

回归结果同样表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主要体现在

以投诉上访为主要形式的后端治理层面，且回归系

数的绝对值相对于模型（2）同样出现了较大幅度的

提高（ β 1=-0.1477）。

表 3 报告了公众参与对工业三废排放量的

2SLS回归结果，同时在表3的下半部分汇报了工具

变量对公众参与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鉴于环境

治理存在滞后性，表 3统一采用滞后一期的工业三

废排放量作为被解释变量。

豪斯曼内生性检验的相伴概率为 0.00，因此拒

绝公众参与为外生变量的原假设。模型（5）中，弱

工具变量检验的F统计量为7.29，小于10，说明存在

一定程度的弱工具变量问题。在模型（6）中，依次

采用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和全国人大代表人数分

别作为投诉上访和建言献策的工具变量，但检验结

表2 公众参与对工业三废排放量的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2 Baseline regression result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to

environmental pollutant emissions

被解释变量

模型

公众参与

投诉上访

建言献策

工业化程度

财政赤字规模

常数项

固定效应

样本量

拟合优度

工业三废

排放量

（1）

-0.1163**

(-2.63)

0.0033

(0.38)

0.0138

(0.18)

1.1811***

(3.31)

是

150

0.0887

（2）

-0.1025**

(-2.14)

-0.0532

(-1.13)

0.0017

(0.19)

0.0001

(0.00)

1.1163***

(3.15)

是

150

0.1039

滞后一期的工业

三废排放量

（3）

-0.1464***

(-2.81)

0.0281***

(3.41)

-0.0068

(-0.11)

1.4176***

(5.58)

是

120

0.2861

（4）

-0.1477**

(-2.73)

0.0074

(0.16)

0.0280***

(3.31)

-0.0053

(-0.09)

1.4228***

(5.45)

是

120

0.2899

注：括号内数值为 t统计量，***、**、*分别表示回归系数通过

了1%、5%、10%的显著性检验，下同。

表3 公众参与对工业三废排放量的2SLS回归结果

Table 3 Two-stage least squares (2SLS) estimation result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to environmental pollutant emissions with instrumental

variables

被解释变量

模型

公众参与

投诉上访

建言献策

工业化程度

财政赤字规模

常数项

固定效应

样本量

拟合优度

豪斯曼内生性检验

弱工具变量检验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居民平均受

教育年限

人大代表人数

工业化程度

财政赤字规模

常数项

固定效应

样本量

拟合优度

滞后一期的工业三废排放量

（5）

-0.4542***

(-3.07)

0.0261**

(2.23)

0.1170

(0.93)

1.7199***

(3.38)

是

120

0.3661

0.00

7.29

公众参与

0.7523***

(3.15)

-0.3117

(-0.33)

0.0107

(0.41)

0.3523

(1.44)

0.7825

(0.18)

是

120

0.1355

（6）

0.0036

(0.00)

-2.0138

(-0.05)

0.0063

(0.01)

-0.3632

(-0.03)

-0.5334

(-0.01)

是

120

0.2891

0.00

0.00

投诉上访

0.7637***

(3.15)

-0.2827

(-0.29)

0.0099

(0.38)

0.3527

(1.42)

0.6085

(0.13)

是

120

0.1358

建言献策

0.1711

(0.66)

-0.1105

(-0.11)

-0.0075

(-0.27)

-0.1604

(-0.60)

-0.7610

(-0.16)

是

120

0.0093

（7）

-0.4442***

(-3.07)

0.0256**

(2.21)

0.1128

(0.90)

1.7024***

(3.39)

是

120

0.3677

0.00

14.28

投诉上访

0.7559***

(3.16)

0.0107

(0.41)

0.3669

(1.52)

-0.6609

(-0.56)

是

120

0.1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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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依然表明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同时，第一阶段

的回归结果显示，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对投诉上访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但全国人大代表人数对建言

献策的回归系数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鉴于此，在

模型（7）中，本文剔除了建言献策类型的公众参与

方式，并剔除了全国人大代表人数这一工具变量，

此时弱工具变量检验的F统计量达到了14.28，大于

10，排除了模型的弱工具变量问题。模型（7）的回

归结果显示，采用居民平均受教育程度对投诉上访

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修正后，投诉上访对工业三废排

放量的回归系数在显著性水平和系数绝对值上均

呈现出进一步提高。

综上所述，采用工具变量法对模型的内生性问

题进行修正后，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效应得到了进

一步增强。对此本文给出的解释是，由于公众参与

会降低区域的环境污染水平，而环境污染水平的降

低会弱化公众参与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因果关系，进

而降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有效性。而纳入工具

变量后，公众参与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修正，进而带来公众参与环境

治理效应的显著提升。

4.2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路径检验

表4报告了公众参与对政府环境执法的路径系

数。模型（8）-（9）的回归结果显示，公众参与以及

细分类型中的投诉上访均显著地提高了政府环境

执法的强度，而建言献策对提高政府环境执法强度

不显著。

表5进一步报告了以政府环境执法为路径变量

的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0）-（11）为采

用工业三废排放量当期值的回归结果，此时政府环

境执法的回归系数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考虑到

环境治理存在滞后性，在模型（12）-（13）中进一步

采用工业三废排放量滞后一期的值进行回归分

析。结果显示：首先，政府环境执法对工业三废排

放量的回归系数在 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负，说

明严厉的政府环境执法能够显著降低工业三废排

放量，进而产生积极的环境治理效应；其次，在模型

（12）中，公众参与对工业三废排放量的回归系数显

著为负，系数值β'=-0.1265，相对于模型（3）中β=

-0.1464，系数的绝对值出现了降低。在模型（13）

中，投诉上访对工业三废排放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负，且相对于模型（4）系数的绝对值同样出现了降

低。上述结论说明，政府环境执法在公众参与环境

治理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验证了公众参

与环境治理的间接路径，即公众参与可以通过引致

更加严厉的政府环境执法来间接达到促进环境治

理的目的。

同时，即使在引入路径变量后，公众参与以及

细分类型中的投诉上访对工业三废排放量的回归

表4 公众参与对政府环境执法的路径系数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to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

被解释变量

模型

公众参与

投诉上访

建言献策

常数项

固定效应

样本量

拟合优度

政府环境执法强度

（8）

0.3292**

(2.23)

2.3037***

(5.67)

YES

150

0.0488

（9）

0.2721*

(1.70)

0.2309

(1.25)

2.8298***

(4.39)

YES

150

0.0718

表5 政府环境执法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中介效

应回归结果

Table 5 Mediation effect of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

被解释变量

模型

公众参与

投诉上访

建言献策

政府环境执

法强度

工业化程度

财政赤字规

模

常数项

固定效应

样本量

拟合优度

工业三废

排放量

（10）

-0.1103***

(-3.01)

-0.0254

(-0.99)

0.0015

(0.20)

0.0265

(0.33)

1.1873***

(3.37)

是

150

0.0963

（11）

-0.0985***

(-2.68)

-0.0491

(-1.33)

-0.0207

(-0.80)

0.0003

(0.04)

0.0114

(0.14)

1.1261***

(3.19)

是

150

0.1088

滞后一期的工业

三废排放量

（12）

-0.1265***

(-3.69)

-0.0570**

(-2.37)

0.0217**

(2.52)

0.0054

(0.07)

1.4821***

(4.30)

是

120

0.3299

（13）

-0.1298***

(-3.77)

0.0175

(0.53)

-0.0583**

(-2.41)

0.0215**

(2.50)

0.0097

(0.12)

1.5007***

(4.32)

是

120

0.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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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依然显著为负，系数的绝对值虽然出现了降

低，但没有改变公众参与对环境治理的作用方向和

显著性。这一结论验证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直

接路径，即公众参与的震慑作用迫使污染企业提前

优化自己的生产行为以规避政府相关部门的行政

执法。由此可见，公众参与本身也会产生与政府环

境执法类似的效果，达到直接促进环境治理的

目的。

5 讨论
5.1 提高公众参与中国环境治理的水平

结合上述研究结果，本文认为扩大公众参与中

国环境治理的关键任务有两项：一是如何有效激

励和保障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动机和行为，二是

如何有效发挥公众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多主体

协同效应”。

首先，本文研究结果发现，居民平均受教育程

度的提高能够显著地扩大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水

平，因此加大对群众的环保意识教育具有重要意

义，且执行起来具有良好的可行性。同时，普及环

境教育还需要法律上的支撑，环境教育立法可以促

进和规范环境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也有利于环境教

育向全民教育、终身教育方向发展。目前，相对于

瑞士、德国等国家在环境立法上的实践，中国环境

教育方面的立法相对缺失，导致环境教育的制度保

障不健全。值得肯定的是，中国许多地方分别制定

了自己的环境教育条例，如《广东省环境教育条例》

《天津市环境教育条例》等，在推动环境教育法制化

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关于制定《环境教育法（草

案）》的议案也被推荐纳入国家立法程序。因此，本

文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对各地方的经验进行总结，同

时借鉴国外在环境教育立法方面的有益经验，从环

境教育内容、形式、责任主体、监督机制、激励与约

束机制等方面尽快完善环境教育立法工作。

其次，鉴于公众参与的前端治理效应并不显著

的结果，本文认为需要加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渠

道管理。针对群众的环保建议或投诉，在互联网时

代可以尝试建立可视化的流程进展平台，让群众能

够实时跟进建议或投诉的处理进展，提高公众建言

献策的仪式感和执行效率。习近平明确指出“要运

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环境治理作

为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生态环境的数据化管

理技术成为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重要手段。截至2019年底，中国已经建成由1个

国家质控平台、6个区域质控中心、2000余个监测和

运维机构组成的国家环境监测体系，初步实现了对

全国环境数据的实时监测。接下来，本文建议加强

对环境监测数据的公开、共享，利用大数据增进公

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不仅要让公众成为环境监测

数据的使用者，更要让公众成为环境监测体系的

建设者，提高环境治理的及时性、准确性和智能化

水平。

5.2 发挥公众在环境治理体系中的协同效应

“政府-企业-公众”三元环境治理体系的核心

是以环境治理为目标的多主体协同。一方面，公众

依赖地方政府的环境执法，间接地参与环境治理；

另一方面，其本身对污染企业的震慑作用也会产生

与政府环境执法类似的效果，从而直接参与环境治

理。不管哪一条路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都依赖于

地方政府的行政威信和污染企业的落地执行，因此

有效发挥公众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多主体协同效

应”关系到环境治理的成败。

有效发挥公众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多主体协

同效应”，首先，需要打造重视绿水青山、严肃环境

执法的地方政府形象，通过进一步扩大公众参与环

境治理的知情权、举报权和监督权等，夯实公众和

政府在环保层面的统一战线，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

保驾护航。其中，特别需要加强并完善环境公益诉

讼制度。环境公益诉讼是指为了保护社会公共的

环境权利和其他相关权利而进行的诉讼活动，是相

对于环境私益诉讼而言的一项新型诉讼制度。目

前，环境公益诉讼在中国已经展开了实践，发挥了

重要的环境保护职能，但也遇到了诸多障碍，如诉

讼主体不清晰、诉讼费和索赔程序限制公众参与积

极性等，都需要及时总结和不断创新。

其次，企业改变污染环境的生产方式需要一定

的调整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然而对于公众而言

可能认识不到这一点，造成企业与公众关系过度紧

张的局面，反而不利于污染企业落实环保举措。因

此，地方政府需要创新治理模式、提高执政水平，例

如在污染企业与公众之间尝试建立长期对话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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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沟通桥梁，定期向社会公布环境治理进展，完

善环境治理信息的及时披露，让公众参与既能取得

持续的环境治理实效，又能为切实推动企业生产方

式变革给予足够的空间和时间。

6 结论
本文基于公众参与在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和

完善社会舆论监督方面的优势，论述了公众参与环

境治理的理论基础和参与路径。在此基础上，本文

分析了2011—2015年中国省际平衡面板数据，并将

公众参与划分为侧重于后端治理的投诉上访和侧

重于前端治理的建言献策两类，对公众参与环境治

理的效应进行了评估。研究结论指出：

（1）在“政府-企业-公众”三元环境治理体系

中，公众参与一方面依赖于政府的环境执法迫使企

业污染环境的外部成本内部化，进而间接地参与环

境治理；另一方面，其本身对污染企业的震慑作用

也会产生与政府环境执法类似的效果，进而直接地

参与环境治理。

（2）两种细分类型的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效应

表现出异质性，即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主要体现在以

投诉上访为主要形式的后端治理层面，以建言献策

为主要形式的前端环境治理效应不显著。

（3）采用工具变量法来缓解内生性问题后，公

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效应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同时居

民平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显著地扩大了公众参与

环境治理的水平。

本文的研究理顺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理论

逻辑、作用路径以及影响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同时，本文从如何有效激励和保障公众参与环

境治理的动机和行为，以及如何有效发挥公众在环

境治理过程中的“多主体协同效应”两个方面，对进

一步提高中国居民参与并发挥环境治理效应展开

了讨论，对于落实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构建政府

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

环境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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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s, paths, and effect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GUO Jin1, XU Yingzhi2

(1. School of Business,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outheast University, Nanjing 211189, China)

Abstract: As an essential stakeholder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 the public has become the third

force that assists in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ogether with local governments and

polluting enterprises. Considering the advantage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solving the problem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improving the supervisory role of public opinion, this study expounded

the theoretical logics and paths of exercis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hen, we divide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to complaints that focus on back- end management and

suggestions that focus on front-end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ed an inter-provincial balance panel

data set of China from 2011 to 2015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In the ternary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

consisting of local governments, enterprises, and the public, on the one h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relied on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 to force polluting enterprises to internalize

external costs, and thus indirectly take part in loc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n the other hand,

its deterrent effect on polluting enterprises could also produce similar effect as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 to promot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directly. (2) The two types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showed heterogeneous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effects. Public

participation’s effect in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was mainly reflected in complaints

as a representative of back-end management, while the effect of suggestions as a representative of

front- end management did not pass the significance test. (3) Public participation’s effect in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was further enhanced after adopting instrumental variables

to alleviate the endogeneity problem. This study also found that residents’average education level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At last, some suggestions were offered to

expand the level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Key words: public participatio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formation asymmetry; social su-

pervision; 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

1383


